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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86:“三转一响”生产与消费的口述史研究
———以山东淄博为中心的考察

王 雁，张维杰

(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山东 淄博 255000)

〔摘 要〕“三转一响”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极具典型意义的轻工业产品。山东省淄博市作为我国计划经济时

代较有影响的一个老工业城市，在“三转一响”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对相关口述资料等的梳理

和考察，还原 1949—1986年间淄博市“三转一响”的生产消费概况，可以具体而微地反映和呈现此一时期我国“三

转一响”生产与消费的历史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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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一响”系对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的形象称谓。它们又被称为“老四大件”，是我国计
划经济时代极具典型意义的轻工业产品，也是当时全国人民最为青睐的高档消费品。时过境迁，前后风
行 30多年的“生活上品”如今已基本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转变为工业文化遗产。认真梳
理那个时期“三转一响”生产与消费的历史，有利于记录历史真实，保存文化记忆，展示民俗风尚，凝聚
中国情怀，促进文化旅游业融合发展。

山东省淄博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有影响的一个老工业城市，在“三转一响”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具
有一定代表性。为此，我们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深入所属各个区县，寻访相关人物近 50 位，搜集、整
理各种资料 1000余宗。本文拟以此为基本依据，通过“解剖麻雀”，对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三转一响”的
生产与消费情况作一番深入考察。

一、“三转一响”工业产品生产情况

1．收音机生产
1953年，我国第一台全国产化“红星”牌 502 型收音机在南京无线电厂试制成功，从此结束了依靠

进口散件组装收音机的历史，开始进行自主研制与生产。到 1957 年，全国年产收音机 35 万台。1963
年，北京市试制成功晶体管收音机，定名为“牡丹”牌 8402 型。之后，晶体管收音机生产逐步取代电子
管收音机生产。从 1968 年开始，中国掀起“大办无线电”运动，收音机产量有了很大提高，1970 年的年
产量超过 300万台。1971年的年产量虽一度回落到 240万台，但随后又逐年增长。1976 年的年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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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万台，1979年增至 1387．5万台，1980年更是进一步增至 3003．8万台①。
淄博市在收音机的研制与生产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该市以收音机生产为代表的电子工业是在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9年到 1967年。1959年，山东省生建八三厂成立了半导体技术研究室，开始试制

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器件。1962年，硅单晶和半导体三极管试制成功，由此拉开了淄博市电子工业的
序幕。1965年 1月，该市创建了全市第一批电子产品研发生产企事业单位。同年 11 月，淄博无线电元
件研究所成立。1966年前后，淄博无线电元件研究所、淄博稀有金属研究所、博山无线电实验所、张店
无线电厂等相继建成并投产，生产的产品主要有半导体二极管、半导体三极管、半导体收音机等。

第二个阶段，1968年到 1978年。从 1968年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淄博市提出
“大办电子工业”的口号②。一大批电子企业仓促上马，全市厂点猛增到 65 个。但是各厂点生产的产品
严重雷同，仅生产半导体二极管的厂点就有 25 处，从而造成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1972 年，淄博市电
子工业局成立，开始对厂点布局、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并加强了企业内部管理。调整后全市共有电子企
事业单位 20个、职工 2489人、固定资产 507万元。淄博无线电研究所、生建八三厂研究所，以及淄博无
线电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等 8个单位成为淄博市电子工业的骨干企事业单位。

第三个阶段，1979年到 198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淄博市电子工业系统积极进行产品结构
和产业结构调整。1984年，市政府决定撤销电子工业局，成立电子工业公司，并对系统内的企业进行了
全面整顿。1985年，淄博市电子工业生产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完成工业总产值 10391 万元，占全省电
子工业总产值的 14%;实现利税 1058万元，其中利润 682万元。

截至 1986年，淄博市电子工业系统共拥有企事业单位 39 家，从业职工 5800 余人。在全国电子产
品市场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全市电子工业公司直属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0588 万元，比 1985 年增长
1．9%③。其中，淄博电视机厂( 原无线电四厂) 、无线电五厂、无线电六厂、无线电瓷件厂等都是山东省电
子工业的重点企业，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淄博市的多数电子企事业单位都生产过收音机整机或配件，并且都有引以自豪的业绩。比如淄博
无线电六厂( 原名周村电器厂) 早在 1963年 7月就生产出淄博市第一台两管再生来复式电路半导体收
音机，不过还没有来得及批量生产，就改产其他产品④。

山东省生建八三厂于 1965年 5月试制出半导体收音机。该厂最初生产的是袖珍收音机，一年只生
产几十台，销售渠道非常狭窄;随后生产便携式收音机，销售渠道依然不宽;最后改为生产台式收音机，
“永恒”牌、“八三”牌、“鸿雁”牌是主要品牌，在全省范围内都有销售，销售渠道宽了很多⑤。

淄博无线电四厂于 1967年开始生产便携式和台式收音机。1971 年生产出 501 型“卫星”牌五管便
携式收音机，后又生产出“红卫”牌 ZP－4A型四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1972 年生产的“海鹰”牌六晶体
管便携式收音机，次年在全国评比中荣获第二名。1981 年生产的“双喜”牌 8201 型二波段交直流两用
晶体管台式收音机，获全国第八届收音机质量评比三等奖⑥。

淄博市收音机生产业绩最突出的当属淄博无线电七厂。该厂最初生产的是“向阳”牌收音机，1972
年又试制成功了“宝灯”牌 6101型六管一波段台式收音机。该厂当时的产品定位是面向农村、服务大

251

理论学刊·2021年第 5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昶安:《1949—1976年中国收音机的设计与演变》，北京印刷学院硕士论文，2016年。
《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山东卷》，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 171页。
《淄博年鉴( 1987年) 》，淄博:山东省出版总社淄博分社，1987年版，第 220—221页。
原淄博市周村电器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郭文魁之子郭浩口述，王雁整理。
原山东省生建八三厂研究所技术员王同郜口述，王尉伊整理。
相关数据来源于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张维杰整理。



众，价格在全国同类产品中相对较低。因为产品质优价廉，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该厂的生产规模也越来
越大，很多商家慕名而来，产品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极为畅销，销售最火的时候，拉货的车辆需要排队
等上若干天。1980年，该厂年产收音机达 16．7 万台。1982 年，在全国第八届收音机质量评比中，“宝
灯”牌 7201－2型七管一波段台式收音机获得三等奖①。1986 年，在市场调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宝
灯”牌收音机的产量仍比 1985年增长 34．9%②。从 1984年到 1988年，淄博无线电七厂的收音机产量在
山东省的占比从 36%提高到了 98%，成为全省收音机生产绝对的龙头老大。

此外，淄博无线电三厂于 1969年生产出便携式四管收音机，无线电五厂于 1971 年生产出便携式晶
体管收音机。1985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淄博市电子行业逐步调整改造，
全市仅剩无线电七厂一家继续生产收音机③。

2．自行车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最初两三年的恢复，到 1952年，全国自行车产量即达 8万辆。1957年的年产量

增至 80．6万辆，1965年升至 183．8万辆，1976年达到 668 万辆，1979 年更是突破了千万大关，创造了年
产 1009万辆的新纪录，跃居世界第一位。从 1949 年到 1979 年，全国共生产自行车 8391 万辆，自行车
年产量增长 720倍，平均每年递增 23．5%。此后，1983 年的自行车平均日产量相当于 1949 年年产量的
5．4倍。到 20世纪 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 5亿辆，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④。

淄博市的自行车生产也颇具规模和特色。该市生产自行车的龙头企业是淄博自行车厂，该厂的前
身是张店机械厂。1970 年，张店机械厂转产自行车零部件，主要生产车圈、车把、车叉、挡泥板等。到
1976年，该厂完成自行车零部件总产值 90万元，生产车叉 0．3 万件、车把 2．19 万件、车圈 2．46 万件、挡
泥板 4．41万件、链盒 15．2万件。这些产品均在省内销售，主要是供自行车修理用。

1977年上半年，张店机械厂组装了第一辆“泰山”牌 ZA－21 型自行车。同年 6 月，张店机械厂更名
为张店自行车厂，当年共生产整车 2665辆。1978年生产 ZA－21型“泰山”牌自行车 1．201 万辆，质量分
为 60．25分，被国家一轻部批准为全国自行车生产定点厂家。这一年，该厂的产品品牌由过去试生产时
的“泰山”牌改为“千里马”牌，质量达到省优质产品标准。在山东省 4 家自行车生产企业中，张店自行
车厂位列第二。1979年，该厂生产自行车 3．4万辆，质量分为 72．337分; 1980年生产 9．082万辆，质量分
为 78．695分。1981年，该厂的自行车产量激增至 17．0333万辆。

1981年 5月，张店自行车厂更名为淄博自行车厂，成为市属一类区县级企业。1983 年，该厂生产自
行车 26．0808 万辆，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质量分平均达到 82．894 分，实现工业总产值 3327．13
万元，利税 631．85万元。1984年，该厂对影响烤漆、电镀、焊接三大生产环节的工艺设备进行了全面改
造，产品质量分平均达到 91．84分，比 1982年提高了 15．65分。年底生产的“金鹿”牌自行车质量分更是
高达 98．6分，创造了山东省自行车行业的历史最好水平。从 1978 年到 1985 年，该厂累计生产自行车
111．92万辆。

1979年到 1981 年间，淄博自行车厂开发并生产了 ZA－30 型和 ZA－28 型“千里马”牌自行车。其
中，ZA－30型加壮了后座支架，加厚了车圈，车辐条也加大了一号，使其载重量大大提高，更适合农村运
输的需要，因而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⑤。

为增强产品竞争力，经山东省政府批准，淄博自行车厂于 1984 年 8 月加入山东青岛自行车联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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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产 ZA－41型“金鹿”牌加重自行车，1985年共生产自行车 22．0148万辆。同年，面对载重自行车市
场日趋饱和的局面，该厂积极开展横向联合，与生产“凤凰”牌自行车的上海自行车三厂签订技术协作
协议。在广泛吸收“凤凰”牌自行车优点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 QE－85、QF－85 型“天使”牌 26 吋、24 吋
男女轻便自行车，并于 1986年 5月正式投产，当年生产 19万辆，完成工业总产值 2999．6万元，实现利税
358万元、利润 41万元。产品质量也非常过硬，在全省自行车统一考核中，质量稳定提高率达 100%。

截至 1986年，淄博自行车厂拥有一个整车总厂和 5个零部件分厂，共有职工 2628名，主要生产“金
鹿”牌载重自行车和“天使”牌两个系列 30多个花色的轻便自行车，年生产能力为 40 万辆，成为山东省
四大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①。

3．手( 钟) 表生产
手表工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1955 年，天津、上海先后试制出我国第一批国产

手表，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1956年至 1958年，我国第一批手表厂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广州
等地建立，1958年产量为 1．65万只。1958年至 1979年，我国累计生产手表 9633万只，平均年递增率为
40%。1979年，全国共有手表生产厂家 44个，总产量达到 1750万只，居世界第 5位。1983年，全国手表
产量达到 3469万只，比 1958年增长 2101倍，年均递增 35．8%②。

淄博市的钟表工业初创于张店区的新华仪表厂。新华仪表厂本是一家生产其他仪表仪器的厂家，
受当时全国上下“钟表热”的影响，于 20世纪 60—70 年代引进技术，生产“巨星”牌挂钟。“巨星”的名
称来源于 1970年 4月 24日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名称虽然没有正式注册商标，
产品也没有达到批量生产规模，但在钟表紧缺的年代，该厂生产的这款挂钟在淄博仍广受欢迎。1984
年 4月，张店新华仪表厂与淄博无线电四厂合并，更名为淄博电视机厂，退出钟表生产③。
“文革”结束前后，周村标牌厂一度生产过手表。周村标牌厂于 1968 年由周村钟表社和周村刻字

社合并而成，主要从事钟表维修、钢笔修理、刻字及自行车和各种仪器仪表所用标牌的生产。该厂从
1970年拥有第一台金属切削机床开始，逐年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到 1978 年，发展到拥有 17 台金属切
削机床，固定资产总值 26万元，流动资金 7．92 万元。有了“金刚钻”，就想揽“瓷器活”。当时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手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为了让国人尽快买得起、戴得上手表，国家曾规定，除天津
“海鸥”牌和南京“钟山”牌两款粗码机芯手表之外，全国其他手表厂全部统一机芯生产，以上海的“上
海”牌 7120型号为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 38家手表生产企业。周村标牌厂也抓住
时机，利用本厂原有钟表修理人员的技术优势和切削机床的生产能力，着手生产自己的手表。1976 年，
该厂与青岛金猫手表厂取得联系，按重量购进金猫手表厂“降等”( 即厂家挑选后剩下的二等品) 的零配
件，经过挑选、修理、校对等程序，把手表组装起来。

周村标牌厂最初把自己组装的手表定名为“萌芽”牌，但表盘和后盖都没有表标。20 世纪 70 年代
末，又改名为“胜利”牌。该厂从上海定制表盘，表标为大写英文字母“S”。表盖经本厂技术人员攻关，
用冲压定型模具刻上“胜利”两个汉字。之后，周村标牌厂从西安仪器厂购进校表仪，对出厂的每块手
表进行校对，保证每 24 小时走时误差控制在±30 秒内，达到了国产手表“部颁标准”对误差的要求。
1979年，该厂又缩小了手表的内衬圈，同时还推出了中型女表。

周村标牌厂的装表车间总共只有十几人，每月每人组装手表 20 块左右。由于手表属于试生产，没
有经由有关部门注册，也没有列入商业部门的销售计划，大都是自产自销。其后不久，日本的石英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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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生产技术进入中国后，对以统一机芯为主的中国机械手表生产造成极大冲击，全国机械制表业走入低
谷，大多数生产厂家被淘汰，周村标牌厂也于 1983年解散①。

4．缝纫机生产
我国能够真正独立地生产缝纫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三年恢复时期，上海、广州、青岛三地

5家缝纫机厂先后恢复生产，1952年产量达到 6．6 万台。1957 年，全国有 7 家缝纫机主机厂，产量达到
27．8万台。1965年，全国的缝纫机厂增至 22 家，产量为 123．8 万台。1976 年，全国的缝纫机产量提高
至 362．4万台。到 1979年，我国以 582万台的年产量成为世界上缝纫机产量最高的国家②。

淄博没有民用缝纫机的生产历史，只是曾小批量生产过 GA5－1 型厚料工业缝纫机和 GC1－2 型中
速平缝机，1980年的年产量为 150台③。这种缝纫机为凸轮挑线、摆轮钩线、双线锁式线迹和圆筒型缝
台，主要供制鞋、皮件、蓬帆等企业缝制鞋底、皮箱、马鞍、载重袋及帐篷等之用。

二、“三转一响”工业产品消费情况

1．总体情况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三转一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都是地地道道的奢侈品，能

够消费得起的为数不多。直到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三转一响”才迅速得到普及。据统计，自行车的每
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年为 0．12辆，1983年为 15．4辆，增长 127 倍;手表的每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 年
为 0．07只，1983年为 22．2只，增长 316倍;缝纫机的每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年为 0．05 台，1983 年为 7．
5台，增长 149倍④。在主要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三转一响”产品还不断出口国外。1980 年，上海市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外销创汇占其总产值的 17．5%⑤。

在计划经济时代，“三转一响”属稀缺商品，均由国营批发公司独家经营，价格也由国家严格把控，
几十年来总体波动不大。1958年，由于经济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致使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遭到破坏，
物价上涨幅度较大。1961年，淄博市物价总指数上升 5．6%，是 1950—1965年间物价上升幅度最大的一
年。为了加强对物价工作的领导，1962 年 10 月，新成立的淄博市物价管理委员会制定了《淄博市物价
管理暂行办法》，从而使全市物价管理工作步入正轨。“文革”初期，国内各级物价管理机构被撤销，物
价管理工作陷于瘫痪，许多商品供不应求，市场物价出现了失控状况。为此，1967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
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
要求各地切实加强物价管理，物价由此冻结。1967年，淄博市零售商品的物价指数是 1965年的 99．5%，
1967—1969年 3年持平，1970年后微升，但都未超过 1965年的水平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对物价体系和物价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从 1979 年起，
淄博市逐步提高了主要农产品、副食品、烟酒的价格，1981 年降低了国产机械手表的价格。通过一系列
改革，部分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得到理顺。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淄博市物价局根据国
家和山东省的统一部署，放开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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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品档次差价、质量差价、地区差价进一步拉开。商品经营权也逐步放宽，多数工业企业、商业零售
企业、基层供销社都开展了兼营批发业务，有些个体户也开始介入批发，从而搞活了批发市场。据统计，
1986年淄博市销售自行车 131985 辆，较上年增长 33%; 缝纫机 37057 台，较上年增长 13%; 录音机
38483台，较上年增长 29．5%;彩色电视机 15662台，较上年增长 98．6%①。城市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
1986年淄博市每百户家庭拥有收录机 54台、电视机 107 台、电冰箱 16 台、洗衣机 75 台，分别比上年增
加 24台、27台、8台、26台②。自此，以“三转一响”为代表的“老四大件”开始向以录音机、电视机、电冰
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四大件”转换。

2．收音机消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的收音机成本高、价格贵，一般家庭很难消费得起。1955 年，我国收音

机社会拥有量仅为 105万台，1957 年为 250 万台。1960 年后，我国收音机生产向简化、低价的方向发
展。从 1949年到 1961年，全国在用的收音机数量增长了 5 倍多。1976 年，我国的收音机生产成本比
1966年下降了一半左右，有些品种甚至下降了 2 /3，收音机零售价因之大大降低，家庭普及率也逐年提
高。到 1976年，国内收音机销售量和出口量较之 1966年增加了 10倍③。

在计划经济时代，要购买一台原装收音机绝非易事，而人们对收音机的需求又极为迫切，于是一些
年轻人就尝试着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特别是在淄博，由于电子工业较为发达，带动了一大批无线电爱
好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自学成才，能够维修、组装矿石、电子管、晶体管等各种类型的收音机，淄博民
间名之曰“插”收音机。

曾任周村区文化馆馆长的刘洪早，其早期的收音机就是自己“插”的。作为一个专业戏曲艺术工作
者，收音机对他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有需求却没有购买能力的他，早在 1959 年就学会了“插”收音
机，并因此而成为当地较早拥有收音机的人之一。但是自己所“插”的收音机毕竟质量不太过硬，于是
在淄博本地生产的收音机甫一投放市场，他就不惜本钱买了 3 台不同款式的收音机。时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他又费尽周折，托人从南方买来了更为先进的录音机。正是凭借着不断更新的得力工具，刘洪早
开始了对淄博地方剧种五音戏的发掘和整理，完整记录了著名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邓洪山先生的唱腔，为
五音戏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④。

3．自行车消费
在交通运输极不发达的年代，自行车既是代步工具，又具有运载功能，因此，多数家庭对自行车的需

求比“三转一响”中的另“两转一响”更为迫切，自行车的人均拥有量在“三转一响”中通常也相对更高。
1979年底，全社会自行车拥有量为 8000万辆，平均 12人拥有 1辆; 1983年，平均 6．5人拥有 1辆。中国
生产的自行车从 1953年开始出口，到 1979年已销往世界 7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9年这一年就出口自
行车 64万辆，创汇 2637万美元。上海生产的自行车不仅畅销第三世界各国，而且从 1980 年开始进入
美国市场⑤。

同收音机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前，自行车由国家统购统销，销售价格也数十年波动不大。1957 年 10
月，国务院及各省市公布的商品目录，对自行车实行控制供应，用户采用购货券方式购买。1962 年初，
国家明确规定，实行高价商品的原则是“品种少，收效大，群众易接受，副作用比较小”⑥，自行车被列入
其中。1972年，淄博市商业局强调，为了做到合理分配商品，控制外流，对自行车等有关商品实行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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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供应。凭券购买的办法实行了近 10年，直到 1981 年才撤销①。改革开放后，自行车销售渠道和销售
价格逐步放开。到 1986年，自行车作为 6种工业品之一，价格全部放开。

淄博本地生产的“千里马”牌自行车，在 1985 年之前销售情况非常好，一直供不应求。起初，产品
由山东省五金交电公司全部合同收购，然后分配给各地市五金交电公司来厂提货，再由它们分配到各区
县五金交电站零售。后来，淄博市内进城打工和跑买跑卖的人越来越多，对自行车的需求更加迫切，供
需矛盾进一步增大。于是，淄博自行车厂与淄博市轻工业局的领导向省一轻工业厅提出请求，给淄博市
留一部分自行车销售指标，以缓解当地群众急需，并照顾企业业务关系。省一轻工业厅同意留给淄博市
每月 200辆左右的自行车零售指标。淄博市将这部分零售指标印票发放，让本市群众凭票到淄博自行
车厂的销售门市部购买。淄博自行车厂还加强了售后服务工作，在省内各区县五金交电站都选定“三
包”服务部，对质量问题及时进行处理②。

谢加沛至今清楚地记得 20世纪 70年代末自己购买“千里马”自行车时的情形。当时他是生活在博
山区农村的青年，经过两年多的积累，终于攒够了买自行车的钱，然后托亲戚搞到了一张“千里马”自行
车的认购票。于是他乘坐公共汽车，从博山区辗转来到张店区，再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淄博自行车厂，只
见买自行车的人排起了长龙。经过漫长的等待，他终于买上了渴盼已久的“千里马”自行车③。

除了淄博本地生产的“千里马”，长期以来最受淄博人追捧的还有青岛生产的“金鹿”牌自行车。但
在物资紧缺、收入低下的年月，要买一辆“金鹿”谈何容易! 据原淄博师专校长孙树木回忆，1970 年，因
工作变动，他急需购买一辆自行车。他大学毕业后的月工资为 51元，一连 15年没有涨过，而买一辆“大
金鹿”( 载重型) 要花 140元，买一辆“小金鹿”( 轻便型) 也要花 120 元。除了钱，还必须有足够的工业
券。当时每人每月只发两张工业券，凑工业券比凑钱还要难。经多方求助，他才凑够了 120 元钱和 40
张工业券，并如愿买到了一辆“小金鹿”自行车④。

1973年，作为周村棉纺织厂职工的李式业，拿出积攒了几年的工业券，又向同事借了 6 张，再把家
里养了几年的一头大肥猪卖掉，七凑八凑终于凑够了买自行车的钱和券。买自行车那天，他把钱和券包
了一个大包，跑到周村区五金交电门市部，买回了梦寐以求的“大金鹿”。当他骑着崭新的“大金鹿”回
家时，半个村子的人都跑去瞧新鲜⑤。

淄博人之所以极力追捧“大金鹿”，是因为这款车经久耐用，不仅能代步，还能运输物资。当年周村
区北郊镇农民侯光武就是凭着一辆“大金鹿”而脱贫致富。侯光武 26岁那年，通过养猪卖猪积攒了 100
多元钱，买了一辆崭新的“大金鹿”。他每天骑着这辆自行车，带上 50多公斤玉米，到离家 5公里以外的
淄川区昆仑镇去卖，以赚取每公斤 2角钱的差价。1987 年，他凭卖玉米挣的钱，在周村纺织大世界租下
一个门头，做起了卖布的生意。在此后的 11 年里，他依然每天骑着那辆“大金鹿”上货、带货、送货，最
终成为当地较早的“万元户”之一⑥。

尽管当时在淄博几乎人人青睐“金鹿”牌自行车，但真正能够拥有的却只是极少数，因为要搞到这
么一个“大件”，不仅需要钱和工业券，还需要“指标”。据 1975—1980 年间在周村区大姜公社代理党委
秘书的耕夫回忆，那时各公社的自行车指标由区商业局分配，一年分配一到两次，每次只有五六辆。自
行车由供销社经销，但是供销社一辆都不敢擅动，只有收到公社的介绍信，才能凭信卖出。这么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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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肯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新车不好买，有人就设法自己“插”自行车，即零零
星星地买配件，凑齐了再找修自行车的人组装起来。但是“插”自行车也绝非易事，车架、链条、“葫芦”
等都十分紧缺，只有在五金交电站才能辗转搞到。由于零件紧俏，连“大金鹿”的“器官”也成了炫耀的
资本。在自行车市场上，常常听到卖家标榜: “这可是原装的车架，原装的‘葫芦’，‘大金鹿’的，一动没
动! ”直到 1983年以后，物资渐渐充裕，“大金鹿”一车难求的局面才开始改观①。

20世纪 80年代后，淄博市自行车数量急剧增长。据统计，1983年末，职工家庭平均每 10 户拥有自
行车 16．6辆。1985年底，全市自行车拥有量为 95万辆，同年的全市人口总数为 275．2万人，这意味着平
均每百人拥有自行车 35辆②。

4．手( 钟) 表消费
手表同自行车、收音机一样，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从全国范围来看，自行车、

收音机的名牌产品较多，消费者的选择余地较大，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本地区生产的品牌。手表则不
同，由于手表的生产工艺更精细，技术要求更高，因此全国生产手表的厂家虽然不少，但人们心中公认的
名牌却为数不多，“上海”牌手表无疑是当时国人一致青睐的顶尖品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每 4
个佩戴手表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戴的是“上海”牌。至于全国手表的总体消费情况，1952 年每百人平
均拥有 0．07只，1983 年每百人平均拥有 22．2 只，增长 316 倍③。从 1973 年开始，我国生产的手表开始
出口国外，其中天津的“海鸥”牌、上海的“春蕾”牌、北京的“双菱”牌在国外市场销售情况较好④。

同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一样，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当时许多淄博人的美好理想和追求。据原淄
博师专党委书记李金海回忆，他在 1970年真正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上海”牌手表。当时，他每月工
资只有 43元，想攒钱买块手表谈何容易! 后来还是妻子拿出自己积攒下来的钱，凑够 120 元为他置办
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块表他一戴就是 30年⑤。

周村人李孔涛曾作为知青下乡一年零三个月，1976 年回城时竟然分到了 120 多元钱，这在当时算
得上是一笔“巨款”。年轻气盛的他向父亲提出想买一块手表，轻易不求人的父亲只好拉下脸皮，先找
熟人想方设法弄到工业券，再托关系在周村百货大楼购得一块 21钻的“上海”牌“人情表”⑥。

同样作为下乡知青的李庆洪于 1976年底进城参加工作。转过年来的春节之前，他下乡的村里捎信
说年底分成，他分得了 110元钱。李庆洪随即添上 10 元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作为对自己的“慰
劳”。这块手表他一直珍藏至今⑦。

从上述例子可见，淄博人对“上海”牌手表可谓是情有独钟。然而 120 元的价格对于当时的大多数
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不少人只好退而求其次，购买价钱相对便宜的手表。比如周村标牌厂生产的
“胜利”牌手表，产品分为快摆和慢摆两种，分别是 17 钻和 19 钻，每块价格分别是 55 元和 60 元。那时
17钻和 19钻的手表能卖到这个价钱实属便宜，因此虽然没有正式注册，仍然受到淄博人的喜爱，上门
求购者络绎不绝⑧。再如山东聊城手表厂生产的“泰山”牌手表，每块售价只有 65 元左右，也非常受山
东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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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原淄博市周村区大姜公社党委秘书耕夫口述，王雁整理。
《辉煌的三十五年·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1949—1983)》，淄博:淄博市统计局，1984年版，第 407页。
《建国三十五年来轻工业的光辉成就》，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 13页。
《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 1949—1979) 》( 上册) ，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 131页。
原淄博师专党委书记李金海口述，岳家锦、王尉伊整理。
原淄博市周村区萌水公社下乡知青李孔涛口述，王雁整理。
原淄博市文明办副主任李庆洪口述，张维杰整理。
原淄博市周村标牌厂职工李长春口述，张维杰整理。



5．缝纫机消费
新中国成立之初，平均每 50户拥有 1台缝纫机。到 1979年底，全国缝纫机保有量为 4420 万台，平

均每 4．8户拥有 1台。我国从 1955年开始出口家用缝纫机，当年只出口了 4000 台，1965 年增加到 14．7
万台，1979年出口整机增至 49．6万台①。

缝纫机的流通体制与自行车差不多，即生产企业只管生产，产品受政府经济计划管理部门管控，销
售由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统一分配。根据职责分工，城市由商业部门统一管理，下属的五金和百货公司负
责销售;农村则由供销社统一管理和销售。1954 年，整个山东省仅销售 6574 台缝纫机。1958 年后，缝
纫机实行凭票供应。1962年，国家基于回笼资金的需求，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供应政策，缝纫机也被列
入其中。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缝纫机开始成为热销商品，长期供不应求。据记载，1965 年，淄博市仅供
应 124台，1971年和 1979年分别供应 1221台和 3597台，到 1985年，供应量达到 17132 台。在周村区，
60年代每年的缝纫机供应数量只有 100余台，1975 年后上升到每年 500 余台。1978 年，淄博市缝纫机
百户拥有量，城市为 51．9%，农村为 17．5%; 1983年，该市的缝纫机百户拥有量显著提升，城市为 74%，农
村为 51%②。

同手表、收音机相比，缝纫机是更具实用价值的“高端”消费品，尤其受到家庭妇女的欢迎，是妇女
解放体力乃至脱贫致富的有力帮手。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常年忙碌在外的周村棉纺织厂工人李式业
为了减轻妻子独自料理家务的负担，卖了 4棵大杨树，凑齐了所需的 137．5 元钱，买了一台青岛产的“工
农”牌缝纫机③。差不多同时，淄川区洪山镇马家庄的陈红梅托人买了台大连产的“前进”牌缝纫机，成
为村里较早拥有缝纫机的家庭。淄川服装城兴起后，陈红梅周围买缝纫机的家庭多了起来。村民们在
农闲时用缝纫机为服装城加工服装，以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1986 年，在闺女满 1 岁时，陈红梅开始独
立经营———加工一件长袖褂挣 5分钱，加工一条长裤挣 3分钱;加工西服要求高，利润也高，一件可以挣
3块钱④。

与手表中“上海”牌一枝独秀不同，缝纫机中多个品牌差别不是特别明显，人们的选择范围比较宽
泛。在临淄区路山镇小张村的王天兰眼中，最好的缝纫机牌子是上海的“蜜蜂”牌，其次是天津的“牡
丹”牌，再次是青岛的“工农”牌。1979 年，一台“蜜蜂”牌缝纫机要卖 150 多元，“工农”牌也得 120 多
元。她父亲经过权衡，花 146元为王天兰买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⑤。

在周村区，由于纺织业比较发达，带动了缝纫业的发展和缝纫机的消费。据记载，仅 1970 年前后的
5年间，周村城乡的家用缝纫机就增加了 2000余台。另据淄博市周村区档案馆馆藏《周村区商业志》所
收周村百货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周村缝纫机的销售量为: 1966 年 104 台，1980 年 1192 台，1985 年
1957台，连续多年稳居淄博市各区县之首。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周村百货公司需要不断从上海、天津、
青岛等地调进缝纫机。

三、余论

自新中国成立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三转一响”在全国一直是炙手可热的消费品。但从 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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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 1949—1979) 》( 上册) ，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 106—107页。
《辉煌的三十五年·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1949—1983) 》，淄博:淄博市统计局，1984年版，第 11页。
原淄博市周村棉纺织厂职工、山东省劳动模范李式业之子李跃训口述，张维杰整理。
原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马家庄村农民陈红梅口述，王尉伊整理。
原淄博市临淄区路山镇小张王村农民王天兰口述，王尉伊整理。



后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三转一响”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并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如今，打着特殊时代印记的“三转一响”已经变为保存文化记忆的工业遗产。
“三转一响”工业文化遗产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民族工业艰难历程的有力见证，也是诸如淄博这

样的老工业城市服务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生动记录。它承载了一代中国人的民族情怀和青春记忆，
值得永久保护和广泛传承。

当前，全国人民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形成共识，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人
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特别是近现代工业文化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或者认为其离当代太近，尚不足以言
历史和文化，或者认为其代表的是积贫积弱的中国，避之犹恐不及。然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需要完
整的历史谱系和真实的文化记忆，无论是繁荣与兴盛抑或是衰弱与贫穷，都凝聚着一个民族艰辛探索、
奋发进取的奋斗历程，都蕴藏着不容遗忘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因此，提高民众对近现代工业文化的
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已充分认识到保护工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性。2020年 6月 2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实施方案》。该方案称，当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相对薄弱，亟需采取措施进行有效保护
与合理利用。老工业城市应从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角度出发，立足城市发展实际，学习借鉴国内外有
益经验，探索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生活秀带”的有效路径，并以此促进城市更新改造，探索老
工业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理想出发，还是从响应国家号召、以工
业遗产保护利用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现实出发，都有必要切实加强“三转一响”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
用工作。要通过采取扩大宣传、提高认识，摸清家底、加强研究，树立样板、重点扶持，拥抱高科技、催生
新业态等一系列举措，科学保护并合理利用“三转一响”工业文化遗产，使“三转一响”这棵老树再发新
枝，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的新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责任编辑:裴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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